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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诗学中的主体质素论述及其演生过程
———从李贽的 “二十分识” 到公安派的尚趣重学

杨遇青

摘　 要: 从童心说到性灵说, 文人主体性规定发生了深刻变化。 李贽的 “才胆识” 三要素说重视写作

主体的独立识见与批判能力, 而袁中道以李贽三要素说为基础, 把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的唯趣说和万历二十

七年以后重学问的倾向加以整合, 归纳出了性灵主体的 “识才学胆趣” 五要素, 形成了以 “尚趣” 和 “重

学” 为特色的新论述。 “尚趣” 是袁宏道漫游吴越时从自然山水中获致的生命体验, “重学” 是其任职北京

时从宋人别集和禅学实践中生成的诗学经验。 把尚趣与重学的倾向统一起来, 赋予性灵主体以崭新意义, 这

是公安派对性灵诗学的重要拓展, 也展现了此期诗学演进的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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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学中的作家论有两种主要趋势: 一是儒家的作家论, 以 《尚书》 的 “诗言志” 和 《诗大

序》 的 “吟咏情性” 为核心, 认为诗是主体情志的呈现。 此一观点衍生出发愤抒情说、 缘情说等,
构筑了古典诗学的理论基石; 二是以佛道两家 “无我” 或 “性空” 为内涵, 强调审美主体的虚灵不

昧。① 明中叶以来, 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 主体性问题占据了文学思想的中心。 王守仁说: “心之虚

明灵觉, 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 ② 袁中道说: “虚灵之性圆, 而全潮在我矣。” ③ 随着心本体或良知主

体在士大夫中得以广泛讨论并深入人心, “作者在文学世界中的位置” ④ 被推至文学思想的前沿。 一

方面, 文学主体的童心、 性灵及至情等本源性问题, 得到了深入省察和自觉体证; 另一方面, 对识、
才、 学、 胆、 趣等主体质素的发微, 也丰富了关于作家精神世界的理解。 在某种程度上, 晚明李贽和

公安派的作家论是在心学思潮与佛教复兴的双重影响下, 对言志说与虚灵说的综合发展。 从李贽到袁

宏道、 袁中道的诗学论述中, 作为本源性的童心、 性灵与作为质素论的识、 才、 学、 胆、 趣之间体用

相即互补, 深入辨析其中有关作家主体质素的论述, 可以深化对童心说、 性灵说的理解, 拓展我们对

晚明士大夫的生命内涵和文学世界的认知。 本文即尝试通过探讨这一主体质素学说的生成与发展逻

辑, 以展现晚明性灵诗学不断拓展的文学内涵及其主体性意义。

一、 李贽三要素说及思想渊源

所谓 “作者是谁” 的问题, 既有本源性回答, 也有描述性回答。 如果说童心与性灵是对作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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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本源性省察, 那么李贽有关才、 胆、 识的论述则是描述性的。 他在 《二十分识》 中系统讨论了

才胆识的关系问题:
有二十分见识, 便能成就得十分才, 盖有此见识, 则虽只有五六分才料, 便成十分矣。 有二

十分见识, 便能使发得十分胆, 盖识见既大, 虽只有四五分胆, 亦成十分去矣。 是才与胆皆因识

见而后充者也。 空有其才而无其胆, 则有所怯而不敢; 空有其胆而无其才, 则不过冥行妄作之人

耳。 盖才胆实由识而济, 故天下唯识为难。
万历二十年 (1592), 李贽流寓武昌, “时闻灵、 夏兵变, 因发愤感叹于高阳, 遂有 《二十分识》 与

《因记往事》 之说”, 借他人之酒杯, 浇胸中之块垒, 对高阳酒徒郦食其、 海上巨寇林道乾等人的才

胆识予以积极评价。 其所谓 “才胆识” 指涉颇广, “非但学道为然, 举凡出世处世, 治国治家, 以至

于平治天下, 总不能舍此矣”。① 左东岭认为: “李贽此处所言之才胆识显然并非专指文学作家而发,
同时亦兼指学道乃至治国治家。 但李贽又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政治、 哲学与文学间确实存有差异。”②

李贽的确把才胆识的标准运用于 “处世” (政治)、 “参禅学道” (哲学) 和 “出词落笔” (文学) 三

种论域。 他反躬自察, 以为 “余谓我有五分胆, 三分才, 二十分识, 故处世仅仅得免于祸。 若在参

禅学道之辈, 我有二十分胆, 十分才, 五分识, 不敢比于释迦老子明矣。 若出词为经, 落笔惊人, 我

有二十分识, 二十分才, 二十分胆”。 在 “处世” 方面, 他把自己描述为洞明世道但不愿苟且的人;
在 “参禅学道” 方面, 声称自己识见逊于佛陀, 至于当世名家大概并不在其法眼之中; 在 “出词落

笔” 方面, 则才胆识皆臻于圆满。 此际, 李贽正批点 《西厢记》 《水浒传》, 自称 “ 《水浒传》 批点

得甚快活人, 《西厢》 《琵琶》 涂抹改窜得更妙”,③ 并先后写成 《童心说》 《忠义水浒传序》 等宏文,
在文学批评上形成了独立的观点, 心态极为自负。④

李贽的才、 胆、 识三要素脱胎于刘知几的 “史有三长”。 刘知几曾云: “才、 学、 识, 世罕兼之,
故史者少。 夫有学无才, 犹愚贾操金, 不能殖货; 有才无学, 犹巧匠无楩柟斧斤, 弗能成室。”⑤ 李

贽认为刘知几于 “才、 学二字发得明彻, 论识处尚未具也”。⑥ 与 “史有三长” 相比, 李贽的才胆识

三要素说在指涉范围与具体内容上均有较大不同。 首先, 刘知几的批评对象是史家, 而李贽所论包括

从孔子、 释迦以下乃至海盗之属, 具有普遍意义; 刘知几所论是史家的学术素养, 而李贽所论包括士

大夫 “处世” “参禅学道” 及 “出词落笔” 诸层面, 认为同一主体在不同层面上具有的个体潜能是

有差别的, 唯有在专擅的领域才有可能出类拔萃, “出词为经, 落笔惊人”。 其次, 李贽的论述至少

有以下三方面特质: 一是去学问化。 他在成于万历十八年的 《童心说》 中就说: “夫学者既以多读书

识义理障其童心矣, 圣人又何用多著书立言以障学人为耶?”⑦ 认为从闻见道理开始, 学者逐渐茅塞

其心, 异化为假人, 以 “天下之至文” 与多读书识义理背道而驰。 二是尚胆。 与刘知几相比, 李贽

易 “学” 为 “胆”, 第一次把 “胆” 提升为主体素质的关键要素。 “放胆为文” 使得李贽的文章通脱

颖锐, 为古文发展辟一新境。⑧ 三是重视 “识” 的根本意义。 鉴于刘知几于 “论识处尚未具也”, 李

贽尤其强调识的作用, 认为 “盖才胆实由识而济, 故天下唯识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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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所谓 “识”, 首先是强调行为主体独具只眼的洞察力。 如他认为 “蜀之谯周, 以识胜者

也。 姜伯约以胆胜而无识, 故事不成而身死; 费祎以才胜而识次之, 故事亦未成而身死。 此可以观英

杰作用之大略矣”; 论顾恺之与周瑜 “二公皆盛有识见、 有才料、 有胆气, 智仁勇三事皆备”, 认为

二人一者善藏, 一者善发, “皆具只眼”, 故在处世上游刃有余。 其次是认为识见在 “出词落笔” 中

起到主导作用。 如他论班固说: “班氏文才甚美, 其于孝武以前人物尽依司马氏之旧, 又甚有见, 但

不宜更添论赞于后也。 何也? 论赞须具旷古只眼, 非区区有文才者所能措也。 刘向亦文儒也, 然筋骨

胜, 肝肠胜, 人品不同, 故见识亦不同, 是儒而自文者也。”① 在李贽看来, 班固有二十分才, 但识

见不济, 刘向之识见在班氏之上, 而唯有司马迁是 “具旷古只眼” 者, 为真英雄、 真豪杰。
文学主体的识见问题, 可以上溯到江西诗派和严羽。 黄庭坚论诗认为: “学者要先以识为主, 如

禅家所谓正法眼者, 真须具此眼目, 方可入道。” 而严羽在此基础上提出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 入门

须正, 立志须高。 以汉、 魏、 晋、 盛唐为师, 不作开元、 天宝以下人物”; 并认为 “学者须从最上

乘, 具正法眼, 悟出第一义”。② 所谓 “正法眼”, 原指禅家对 “正法” 或 “第一义” 的辨别抉择能

力, 而此处则应指 “通过阅读各家的大量作品培养起来的一种揣摩、 辨别的能力”,③ 这实际上也是

一种 “识见”。 严羽认为, 历代诗歌皆有不同的体制、 家数或言语, “大历以前, 分明别是一副言语。
晩唐, 分明别是一副言语。 本朝诸公, 分明别是一副言语。 如此见, 方许具一只眼”。 因而, 作为诗

学批评主体的 “识”, 主要功能是 “辨”, 即 “看诗须着金刚眼睛, 庶不眩于旁门小法”, “辨家数如辨

苍白方可言诗”, “诗之是非不必争, 试以已诗置之古人诗中, 与识者观之而不能辨, 则真古人矣”。④

无论是黄庭坚或严羽都把这种作为文学鉴别力的 “识” 与禅家的 “正法眼” 联系起来, 对此唐

顺之的阐述更别开生面。 他认为, “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 “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 则非

洗涤心源, 独立物表, 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与此”。 在这里, 唐顺之对作者的主体性的涵养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认为它并非 “以眉发相山川”, 而是以 “精神相山川”, 这就超越了文法层面的 “揣摩、 辨

别能力”, 而关注到作者的 “真精神和千古不可磨灭之见”。⑤ 如果说黄庭坚与严羽的 “以识为主”
是指 “识辨诗作差异和优劣的能力”,⑥ 那么唐顺之则把这种外向型的文学鉴别力转化为内在型的真

精神与真识见, 而这无疑是心学语境下对主体精神的肯定。
李贽的学术也源于王学左派, 尤其受 “龙溪、 近溪二大老”⑦ 影响较大。 王学重在 “识自本

心”⑧ “识得本体”,⑨ 也重视本体之流行, 如罗汝芳以为 “果然有大襟期, 有大气力, 又有大大识

见, 就此安心乐意而居天下之广居, 明目张胆而行天下之达道”, 但他也认为这种襟期、 气力、 识见

可以 “致广大”, 却 “未尽精微也”。 李贽的主体性论述, 经过了心学的过滤, 以 “童心” 为本源,
以 “才胆识” 为主体潜能的展开, 构成了内容充实的人物批评话语体系。 他不仅运用 “才胆识” 的

标准评骘历史人物的 “英杰作用”, 也以此评价杨继盛的奏疏: “若论此疏, 直是具二十分识, 二十

分胆, 二十分才矣, 当是卓老对手。” 又以此勉励朋友, 如认为袁宏道 “识力胆力, 皆迥绝于世,
真英灵汉子, 可以担荷此一事耳”, 此处的 “担荷此一事”, 专指参禅学道的 “入微一路”, 这是说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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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道在禅学上勇猛精进, 不同凡响。① 还以此来品鉴文学形象, 如他眉批 《西厢记》 “拷红” 说:
“红娘真有二十分才, 二十分识, 二十分胆。 有此军师, 何攻不破, 何城不克, 宜于莺莺城下乞盟也

哉!”② 在才、 胆、 识三要素的相互关系上, 李贽既主张 “才胆实由识而济, 故天下唯识为难”, 也认

为才与胆亦可以支撑识见的发明, 如他评价席书说: “然有识而才不充, 胆不足, 则亦未敢遽排众

好, 夺时论, 而遂归依龙场, 以驿臣为师也。”③ 认为识见在主体质素诸要素中具有统领作用。
在三要素中, 李贽于识与胆尤其自负, 自谓: “天幸生我心眼, 开卷便见人, 便见其人终始之

概。 夫读书论艺, 古多有之, 或见皮面, 或见体肤, 或见血脉, 或见筋骨, 然至骨极矣。 纵自谓能洞

五脏, 其实尚未刺骨也。” 又言: “天幸生我大胆, 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 余多以为假, 多以为

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 其所鄙者、 弃者、 唾且骂者, 余皆的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 其是非大戾昔

人如此, 非大胆而何?”④ 袁中道曾将李贽与苏轼相比, 充分肯定其文章中的胆识: “龙湖先生, 今之

子瞻也, 才与趣不及子瞻, 而识力胆力, 不啻过之。”⑤ 当代研究者也都肯定了李贽的胆识, 如左东

岭认为 “李贽的确无法与东坡汪洋恣肆、 挥洒自如的过人才气相比。 但在目光的敏锐和冲决传统的

勇气上, 苏轼显然又抵不过卓吾。”⑥ 陈平原则充分地肯定李贽的 “放胆为文”, 认为文胆基于眼光:
“李贽的读书, 特有眼光, 别出手眼, 经常能发千古之覆。 读史如此, 论事也如此。”⑦

综上, 从严羽的 “以识为主” 到李贽的 “唯识为难”, 是对作家主体性论述的重要转进。 在此过

程中, “识见” 由外向型鉴识力转向内在型的主体潜能, 从诗文鉴识发展为面向修道、 处世和出词落

笔诸层面的主体质素论述。 这一转进受到禅学与心学的影响不小, 它是宋代以来 “转向内在”⑧ 的文

化转型中的一环, 也是阳明心学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

二、 公安派的 “五要素” 说及其 “唯趣” 说的意义

万历十九年, 袁宏道曾赴龙湖访李贽, 从游三月有余。 袁中道对此有过评说: “先生既见龙湖,
始知一向掇拾陈言, 株守俗见, 死于古人语下, 一段精光, 不得披露, 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
巨鱼之纵大壑。 能为心师, 不师于心; 能转古人, 不为古转。”⑨ 次年五月二十九日, 袁中道也到武

昌向李贽问学, 相处一月多。 转年, 公安三袁又联袂访李贽于麻城, 谈道问学, 逗留十余日。 李贽也

很推重袁氏兄弟, 以为 “伯也稳实, 仲也英特, 皆天下名士也”。

在公安三袁中, 袁宏道最为颖锐, 而袁中道与李贽交往最多, 在武昌时, 又甫值李贽 《二十分

识》 脱稿, 所以他对才胆识之说了然于心。 袁宏道去世后, 袁中道在为其所撰 《行状》 (1610) 中综

合了李贽的三要素说与袁宏道的诗学实践, 总结出写作主体的五要素:
总之发源既异, 而其别于人者五: 上下千古, 不作逐块观场之见, 脱肤见骨, 遗迹得神, 此

其识别也; 天生妙姿, 不镂而工, 不饰而文, 如天孙织锦, 园客抽丝, 此其才别也; 上至经史百

家, 入眼注心, 无不冥会, 旁及玉简金叠, 皆采其菁华, 任意驱使, 此其学别也; 随其意之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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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以求自适, 而毁誉是非, 一切不问, 怒鬼嗔人, 开天辟地, 此其胆别也; 远性逸情, 潇潇洒

洒, 别有一种异致, 若山光水色, 可见而不可即, 此其趣别也。 有此五者, 然后唾雾皆具三昧, 岂

与逐逐文字者较工拙哉!①

袁中道所归纳的 “五要素”, 在理论上以性灵说为依据。 他认为袁宏道在吴县辞官 (1597) 后, 诗文

“俱从灵源中溢出, 别开心眼, 了不与世匠相似”, 其 “别于人者五”, 根植于 “发源既异”。 此处的

“发源”, 无疑指向袁宏道的 “性灵”。 袁宏道在吴县辞官前一年写下 《叙小修诗》, 以为 “大都独抒

性灵, 不拘格套, 非从自己胸臆流出, 不肯下笔”,② 明确了写作中的性灵主体。 以此 “发源”, 他在

诗文创作中表现出 “了不与世匠相似” 的五种特质, 所以五要素也可以视为性灵说的基本内涵。 在

创作上, 以袁宏道漫游吴越时所作 《解脱集》 为依据。 袁宏道从吴县辞官后, 漫游吴越六个月, 诗

文辑为 《解脱集》。 这不仅意味着他从官场的桎梏中获得了解脱, 也是其由儒入佛的一种明志。 袁中

道在 《行状》 中说其兄 “走吴越, 访故人陶周望诸公, 同览西湖、 天目之胜, 观五泄瀑布, 登黄山、
齐云, 恋恋烟岚, 如饥渴之于饮食。 时心闲意逸, 人境皆绝。 先生与石篑诸公商证日益玄奥。 ……两

人递相取益, 而间发为诗文, 俱从灵源中溢出, 别开心眼”。③ 可见, 吴越山水的熏陶与友人的 “商

证” 都是袁宏道打开灵源的重要因缘。 在内容上, 则以李贽的才胆识说为依据。 虽然袁中道说其兄

诗文在五方面 “了不与世匠相似”, 但李贽显然不在 “世匠” 之列。 袁中道正是在李贽的 “才胆识”
三要素上, 增加了 “学” 与 “趣”, 构成了性灵主体的五要素说。

从童心说到性灵说, 从写作主体的三要素到五要素, 文献史实和思想脉络至为清楚。 但从童心到

性灵, 到底有何不同, 有何发展? 却未必是不言自明的。 相对于李贽的三要素说, 袁中道的五要素说

增加了 “学别” 与 “趣别” 二种。 从性灵主体的要素分析入手, 即从 “趣” 与 “学” 入手, 无疑是

解释这种发展逻辑的关键处。 从时序上看, 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于吴县任上提出 “独抒性灵” 后,
随即在次年漫游吴越时所作的 《叙陈正甫 〈会心集〉》 中, 明确表述了其 “唯趣” 的观点: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 趣如山上之色、 水中之味、 花中之光、 女中之态, 虽善说者不能下一

语, 唯会心者知之。 今之人慕趣之名, 求趣之似, 于是有辨说书画、 涉猎古董以为清; 寄意玄

虚、 脱迹尘纷以为远; 又其下则有如苏州之烧香煮茶者。 此等皆趣之皮毛, 何关神情。④

所谓 “趣” 有皮毛与实质之分, 书画、 古董鉴赏、 焚香品茗以至禅悦, “这些都是趣的皮毛, 而趣之

要, 是神情”,⑤ “神情” 体现为闲适雅致的生活情趣, 也是诗文中映现出来的审美趣味。
如果回到 “唯趣” 说被提出的万历二十五年, 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这种 “神情” 具体地理解为春

山鸟鸣、 弹琴绿荫之象外之象的一种折光。 袁宏道写作 《叙陈正甫 〈会心集〉》 是在他漫游吴越、 纵

览天目之后, 赴歙县欲登齐云前夕。⑥ 在此期间, 他 “自春徂夏, 游殆三月, 由越返吴, 山行殆二千

余里”, “看花西湖, 访道天目, 往返吴越间四阅月。 足之所踏, 几千余里; 目之所见, 几百余山”,
“无一日不游, 无一游不乐, 无一刻不谭, 无一谭不畅”, 这种游赏活动无疑对他的诗文创作有积极

影响, 而此际也正是其山水小品和诗歌创作最具活力的时期, 他不无夸张地说自己 “诗学大进, 诗

集大饶, 诗肠大宽, 诗眼大阔”。⑦ 江盈科为 《解脱集》 所作序中也说: “中郎所叙佳山水, 并其喜

怒动静之性, 无不描画如生。 譬之写照, 他人貌皮肤, 君貌神情。”⑧ 山水亦有喜怒动静之性, 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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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之 “神情”。 由此说袁宏道的 “趣” 主要得之于吴越山水的灵气, 应当并不为过。 而此种灵气,
得之于西湖为多。 袁宏道漫游吴越以西湖为中心: “浪迹四阅月, 过西湖凡三次。 初次遊湖, 次则从

五泄归, 再次则从白岳归也。 湖上昭庆五宿, 法相、 天竺各一宿。” 这期间, 他 “每将暮, 则出藕花

居, 棹小舟看山间夕岚。 月夜则登湖心亭, 过第四桥、 水仙庙, 从堤上步而归”。① 山间夕岚, 湖上

月色, 为其小品文增添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氤氲气息。 他在 《西湖二》 中写道:
西湖最盛, 为春为月。 一日之盛, 为朝烟, 为夕岚。 今岁春雪甚盛, 梅花为寒所勒, 与杏桃

相次开发, 尤为奇观。 石篑数为余言, 傅金吾园中梅, 张功甫家故物也, 急往观之。 余时为桃花

所恋, 竟不忍去。 湖上由断桥至苏堤一带, 绿烟红雾, 弥漫二十余里。 歌吹为风, 粉汗为雨, 罗

纨之盛, 多于堤畔之草, 艳冶极矣。 然杭人游湖, 止午未申三时, 其实湖光染翠之工, 山岚设色

之妙, 皆在朝日始出, 夕舂未下, 始极其浓媚。 月景尤不可言, 花态柳情, 山容水意, 别是一种

趣味。 此乐留与山僧游客受用, 安可为俗士道哉!②

他的此类小品文可视作对 “趣” 的诗性描述。 “一日之盛为朝烟, 为夕岚”, “湖光染翠之工, 山岚设

色之妙”, 正是前文所及其 “唯趣” 观中的 “山上之色, 水中之味”; “由断桥至苏堤一带, 绿烟红

雾, 弥漫二十余里”, 是为 “花中之光”; “歌吹为风, 粉汗为雨, 罗纨之盛, 多于堤畔之草”, 是为

“女中之态”。 乃至 “安可为俗士道哉” 一句, 亦含有 “唯会心者知之” 的意味。 所以作者领悟到

“花态柳情, 山容水意, 别是一种趣味”。
在此基础上, 袁宏道把这种得之于山水的灵感用于诗文批评。 如他在万历二十五年写信给钱象先

说: “扇头诸绝, 鲜妍如花, 淡冶如秋, 葱翠如山之色, 明媚若水之光。”③ 这是将他对钱氏所赠绝句

审美感受亦形容为如花如秋、 如山色水光, 一言以蔽之, 是说诗中充溢着 “趣”。 如果说 “趣” 是一

种在物质形态之中又超越物质形态的 “神情”, 那么它首先是袁宏道寓目所见的 “花态柳情, 山容水

意”, 是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间的山水之神情。 这种 “山水之神情” 通过文学书写, 转化成为作品中

的那种 “宁静淡远韵味” 和 “悠然闲适之趣”。
然而, 能否就此把 “性灵” 直接理解成一种山水之趣? 从袁中道认为 “远性逸情, 潇潇洒洒,

别有一种异致, 若山光水色, 可见而不可即, 此其趣别也” 的表述可知, “山光水色” 只是对 “趣”
的一种拟喻, “趣” 本质上是主体的 “远性逸情”。 万历二十五年秋, 袁中道在真州见到从西湖归来

的袁宏道, 对其 《解脱集》 的诗文新变很是讶异, 以为 “彼文人彫刻剪镂, 宁不烂漫, 岂知造物天

然, 色色皆新, 春风吹而百草生, 阳和至而万卉芳哉”。 在袁中道眼中其兄此期的诗文如 “造物天

然”, 色色皆充盈着生命活力。 此后, 他又把袁宏道的诗文成就置于诗史中予以确认, 认为宋元以

来, 诗文芜烂, “徒取形似, 无关神骨”, 袁宏道起而振之, “而诗文之精光始出。 如名卉为寒氛所

勒, 索然枯槁, 而杲日一照, 竞皆鲜敷; 如流泉壅闭, 日归腐败, 而一加疏瀹, 波澜掀舞, 淋漓秀

润。 至于今天下之慧人才士, 始知心灵无涯, 搜之愈出, 相与各呈其奇, 而互穷其变, 然后人人有一

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④ 袁中道其实采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隐喻: “名卉” 需要 “杲日”, 所谓

“春风吹而百草生, 阳和至而万卉芳”, 指山水在心灵之光映射中才能生趣焕然; 而 “流泉” 需要

“疏瀹”, 则是说心灵需要从 “闻见道理” 的壅闭中加以 “疏瀹”, 才能 “鲜敷” “淋漓”。 显然, 他

是把袁宏道诗文之 “色色皆新”, 归之于 “心灵无涯”。
事实上, 袁宏道 《解脱集》 之新变不仅得力于 “山川之奇”, 也得力于其在佛学上的精进。 袁中

道在 《解脱集序》 中说: “及我大兄休沐南归 (1592), 始相启以无生之学。 自是以后, 研精道妙,
目无邪视, 耳无乱听, 梦醒相禅, 不离参求, 每于稠人之中, 如颠如狂, 如愚如痴。 五六年间大有所

契, 得广长舌, 纵横无碍, 偶然执笔, 如水东注。 既解官吴会, 于时尘境乍离, 心情甚适。 山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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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已相发挥; 朋友之缘, 亦既凑和。 游览多暇, 一以文字为佛事。 山情水性, 花容石貌, 微言玄

旨, 嘻语谑辞, 口能如心, 笔又如口, 行间既久, 遂以成书。”① 这段文字是袁中道对 《解脱集》 诗

文意义的抉微, 所谓 “山情水性, 花容石貌” 不过是 “一以文字作佛事”。 由此, 我们应当在 “一以

文字作佛事” 的语境中对山水之趣的实义做进一步的诠释。
袁宏道曾说: “善画者, 师物不师人; 善学者, 师心不师道; 善为诗者, 师森罗万像, 不师先

辈。”② 所谓 “师物” 即 “师森罗万像”, 那么 “师心” 与 “师物” 又是何种关系? 亦即, 主体性的

“远性逸情” 与自然山水的 “森罗万像” 是何种关系? 法藏 《妄尽还源观》 中说: “经云: ‘森罗及

万象, 一法之所印。’ 言一法者, 所谓一心也。 是心即摄一切世间出间法, 即是一法界大总相法门

体。”③ 简言之, 心与象之关系, 即是性与相、 理与事的关系。 “一心” 为理, “森罗万象” 为事, 一

心与森罗万象不一不异, 理事无碍, 此即华严宗的 “理事圆融观”。 这一观念在后来的佛教发展中成

为共识, 如禅宗的马祖道一说: “三界唯心, 森罗万象, 一法之所印。 凡所见色, 皆是见心。 心不自

心, 因色故有。 汝但随时言说, 即事即理, 都无所碍。 菩提道果, 亦复如是。”④ 袁宏道写作 《叙陈

正甫 〈会心集〉》 的前一年 (1596) 曾写信给陈正甫说: “ 《华严经》 以事事无碍为极, 则往日所谈

皆理也。 一行作守, 头头是事, 寻得些子道理。 看来世间, 毕竟没有理, 只是事, 一件事是一个活阎

罗。 若事事无碍, 便十方大地, 处处无阎罗矣, 又有何法可修, 何悟可顿耶?” 这是说他在吴作令,
事事执着, 不能放下, 而按照华严宗教义, 事事无碍, 又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 他又在 《德山麈谈》
中说: “儒者但知我为我, 不知事事物物皆我; 若我非事事物物, 则我安在哉? 如因色方有眼见, 若

无日月灯山河大地等, 则无眼见矣。”⑤ 可见在袁宏道看来, “事事物物皆我”, 以此类推, “山光即

是佛光, 鸟性即是佛性, 悉表真如; 潭影无非佛影, 人心无非佛心, 尽归般若”。⑥ 潭影人心皆是一

法之所印, 山光鸟性皆为一心之所现。 正如袁宏道所说: “性一而已, 相惟百千。 离百求一, 一亦不成;
离相言性, 性复何有?”⑦ 眼见为色, 离相无性, 森象万象即性海之洪澜, 空诸所有方能尽揽千山万水

于襟怀之中。 袁宏道以华严禅的眼光看山水, 则山光水态无非性灵, 可见他不愧为 “千古具眼人”。⑧

从童心说到性灵说, 文人的主体性规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李贽万历二十年的才胆识说重视写作

主体的独立识见与批判能力, 其所谓绝假纯真的童心, 是以识为本, 以才与胆为用, 对人世间一切闻

见道理假人假事加以判断和口诛笔伐。 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的唯趣说则集中表现为 “闲情逸性”, 其

性灵说中作为主体的 “性”, 指向 “事事物物皆我” 的一心之性, 此即山水自然之神情, 是 “一心”
与 “森罗万象” 的理事圆融、 交相辉映; 而 “灵” 则是他获得解脱之后的闲适神情在自然山水上的

映射。 从官场的 “事障” 与闻见道理的 “理障” 中逃离, 在自然山水和对禅意的回归中, 袁宏道发

现了自然之灵趣与人性的奥秘。

三、 性灵诗学的学问化转向与 “学道有韵”

袁中道以为 《解脱集》 不但体现出袁宏道的才胆识趣, 也体现出了他对学问的融会。 而性灵主

体五要素说, 理应是对袁宏道在这一时期的创作或思想的归纳, 但至少从 《叙陈正甫 〈会心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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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袁宏道其时并不那么重视学问, 在其 “趣” 与 “学” 之间反而呈现出明显的紧张关系:
夫趣得之自然者深, 得之学问者浅。 当其为童子也, 不知有趣, 然无往而非趣也。 面无端

容, 目无定睛, 口喃喃而欲语, 足跳跃而不定, 人生之至乐, 真无逾于此时者。 孟子所谓 “不

失赤子”, 老子所谓 “能婴儿”, 盖指此也。 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 山林之人, 无拘无缚, 得

自在度日, 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 愚不肖之近趣也, 以无品也, 品愈卑故所求愈下, 或为酒肉,
或为声伎, 率心而行, 无所忌惮, 自以为绝望于世, 故举世非笑之不顾也, 此又一趣也。 迨夫年

渐长, 官渐高, 品渐大, 有身如梏, 有心如棘, 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 入理愈深, 然其去

趣愈远矣。
袁宏道这里的 “趣” 与李贽的 “童心” 之间的关联性至为明白。 李贽反对闻见道理, 推崇童心, 袁

宏道也以童子 “不知有趣, 然无往而非趣也”, 且为 “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 认为老学究 “为闻

见知识所缚”, 入理愈深, 去趣愈远, 无法参透生命真趣。 这是李贽与袁宏道共通的人生经验, 也是

《解脱集》 写作的前提。 此前, 袁宏道在其性灵说的宣言 《叙小修诗》 中已说: “今闾阎妇人孺子所

唱 《擘破玉》 《打竿草》 之类, 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 故多真声。”① 在他看来, “真人” 的基本内

涵是 “无闻无识”, 从 “闻见道理” 中解脱出来, 才能有 “任性而发” 的真声。 可见, 袁宏道所主

张的是一种主体精神上的 “童趣”, 他不仅要从世俗官场中解脱出来, 也要从精神上的 “闻见道理”
中解脱出来。

显然, 从李贽的 《童心说》 (1590) 《二十分识》 (1592) 到袁宏道的 《叙小修诗》 (1595) 《叙

陈正甫 〈会心集〉》 (1597), 贯穿着对闻见道理的排斥和对童心天趣的认同。 但从李贽 《二十分识》
中的三要素说到袁中道所总结的五要素说, 袁氏兄弟对李贽的作家主体论述有了较大发展。 这之中,
除上述 “趣别” 外, 袁宏道还从 “经史百家” “玉简金叠” 里采其菁华, 认为 “此其学别也”。 那

么, 如何理解所谓 “学别”? 亦即, 袁宏道的 “学问” 与他所排斥的 “闻见知识” 差异何在?
事实上, 把 “学问” 二字植入公安派的诗学经验中是性灵诗学的重要拓展, 而这种拓展在袁宏

道入京谒选教职以后变得明朗起来。 唯趣说产生在袁宏道万历二十五年漫游吴越之际, 故他对童心天

趣的自觉阐发与 “山光水色” 的熏陶不无关系, 也确实是 “趣得之自然者多, 得之学问者少”。 但在

万历二十六年, 袁宏道出任顺天府教授,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都主要是在顺天府和国子监担任教职。
在此期间他对读书和治学显示出更加积极态度, 不仅集中地阅读了宋人别集, 还致力于欧苏文集的批

点, 并经常在致友朋的书信中分享其读书体验, 如 “邸中无事, 日与永叔、 坡公作对”; “近日始遍

阅宋人诗文”; “生在此甚闲适, 得一意观书。 学中又有 《廿一史》 及古名人集可读, 穷官不须借书,
尤是快事。 近日最得意, 无如批点欧、 苏二公文集”。 经过系统阅读, 他重新发现了苏诗的价值, 认

为 “苏, 诗之神也”, “苏公之诗, 出世入世, 粗言细语, 总归玄奥, 怳惚变怪, 无非情实。 盖其才力

既高, 而学问识见, 又迥出二公之上, 故宜卓绝千古”, 认为苏轼的诗虽不如李、 杜二公遒逸, 但才、
学、 识兼备, “超脱变怪过之, 有天地来, 一人而已”; 他还以 “才高” 与 “学博” 衡鉴当世名流, 如

认为徐祯卿、 王世贞 “才亦高, 学亦博, 使昌谷不中道夭, 元美不中于鳞之毒, 所就当不止此”。②

袁宏道对学问的肯定, 与其作为教授和助教的身份不无关系。 一则他 “邸中无事”, 既无如作吴

令时之苦窘, 亦不复如漫游吴越时的放浪形骸; 二则他 “一意观书”, 特别对欧苏文集的研究, 让他

对宋人学问有了更深切的体认。 做学问本是教授生涯的题中之义, 从中他也获得了乐趣, 如其言

“近日坐尊经阁, 与弟子谈时艺, 乐亦不减。 阁中有廿一史、 十三经及他书甚多, 穷官不必买书, 是

第一快活事”; 在看到 “门人某等留心学问, 其为文根理而发, 无浮词险语” 时, 也表示 “是可喜

也”, 并为弟子总结举业中 “险” “表” “贷” 三种浮词险语, 指出文与学的关系, 认为 “文之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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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士不知学。 圣贤之学惟在心性。 今试问诸举业者, 何谓心, 何谓性, 如中国人语海外事, 茫然莫

知所置对矣。 焉知学? 既不知学, 于是圣贤立言本旨, 晦而不章, 影猜响见, 有如射覆”, 而解决的

办法是 “士当教之知圣学耳, 知学则知文矣”。① 在袁宏道看来, 举子业须知学, 而 “圣贤之学, 唯

在心性”, 无论是 “根理而发” 的举子业, 还是 “任性而发” 的真诗, 都不能离此本源。
做学问须读书, 对此袁宏道说: “近日始学读书, 尽心观欧九、 老苏、 曾子固、 陈同甫、 陆务观

诸公文集, 每读一篇, 心悸口呿, 自以为未尝识字。”② 这里的 “未识字” 典出其导师李贽和座师焦

竑。 焦竑曾记录李贽在南京聚友讲学时所说, “宏甫曰: ‘君辈以高科登仕籍, 岂不读书! 但苦未识

字, 须一讲耳。’ 或怪问其故。 宏甫曰: ‘ 《论语》 《大学》 岂非君所尝读? 然 《论语》 开卷便是一学

字, 《大学》 开卷便是大学二字。 此三字吾敢道君未识得, 何也? 此事须有证验始可。’”③ 李贽以为

“学” 字要彻上彻下, 始是识得, “大学” 二字要证得行得, 始是真解; 而袁宏道亦以举子业 “义本

浅也而艰深其词”, “词本芜也而雕绘其字”, “理本荒也, 而剽窃二氏之皮肤, 如贫无担石之人, 指富

家之囷以夸示乡里也”, 认为学问没有本源, 则文章如衣饰相矜, 徒有其表。 此时他不但指出 “当知读

书亦是难事”, 且 “习久, 渐惯苦读。 古人微意, 或有一二悟解处, 辄叫号跳跃, 如渴鹿之奔泉也”。④

在北京问学读书的两年多, 袁宏道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 万历二十六年, 陶望龄写信给袁宗道

说: “近日看 《宗镜录》, 可疑处甚多, 即如 ‘三界唯心, 一切惟识’ 二语, 三岁孩儿说得, 八十岁

翁行不得。” 袁宏道读后哂之, 复书说: “既云唯心, 一切好恶境界, 皆是自心现量也, 更何须问行

与不行?”⑤ 此时, 他坚执 “唯心” 一语, 不重 “行与不行”。 但万历二十七年, 他写信给陈正甫说:
“古人云 ‘行起解绝’, 弟辈未免落入解坑, 所以但知无声无臭之圆顿, 而不知洒扫应对之皆圆顿

也。” 又作 《答陶石篑》 说: “妙喜与李参政书, 初入门人不可不观。 书中云: ‘往往士大夫悟得容

易, 便不肯修行, 久久为魔所摄。’ 此是士大夫一道保命符子, 经论中可证者甚多。 姑言其近者: 四

卷 《楞伽》, 达摩印宗之书也; 龙树 《智度论》、 马鸣 《起信论》, 二祖师续佛慧灯之书也; 《万善同

归》 六卷, 永明和尚救宗门之弊之书也。 兄试看此书, 与近时毛道所谈之禅, 同耶否耶?”⑥ 万历二

十七年十二月, 他撰成 《西方合论》, 并在序言中说: “余十年学道, 堕此狂病, 后因触机, 薄有省

发, 遂简尘劳, 皈心净土。 礼诵之暇, 取龙树、 天台、 长者、 永明等论, 细心披读, 忽尔疑豁。 既深

信净土, 复悟诸大菩萨差别之行。 如贫儿得伏藏中金, 喜不自释。”⑦ 万历二十八年春初, 他又致信

李贽说: “世人学道日进, 而仆日退, 近益学作下下根行。 孔子曰: ‘下学而上达。’ 枣柏曰: ‘其知

弥高, 其行弥下。’ 始知古德教人修行持戒, 即是向上事。 彼言性言心, 言玄言妙者, 皆虚见惑人,
所谓驴橛马桩者也。”⑧ 袁宏道从万历十九年龙湖问道以来, 至此已近 “十年”。 他开始全面反省狂

禅, 晦言心性, 走向实修实证的 “下下根行”。
综上, 万历二十七年前后, 即在北京担任顺天府教授和国子监助教期间, 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发生

了关键性的进展。 从以前的一切现成, 不重功夫, 转向重实证实修的 “下下根行”, 与此同时, 他的

文学思想也开始凸显读书和学问的意义。 那么, 重学问的袁宏道是否仍坚持对 “闻见道理” 的批判,
或者他能否在天趣与学问之间能达到平衡? 答案是肯定的。

万历三十五年, 袁宏道在 《寿存斋张公七十序》 中发展了唯趣说, 把它解释为 “学道有致” 的

韵致说:
山有色, 岚是也; 水有文, 波是也; 学道有致, 韵是也。 山无岚则枯, 水无波则腐, 学道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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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则老学究而已。 昔夫子之贤回也以乐, 而其与曾点也以童冠咏歌。 夫乐与咏歌, 固学道人之波

澜色泽也。 ……大都士之有韵者, 理必入微, 而理又不可以得韵, 故叫跳反掷者, 稚子之韵也;
嬉笑怒骂者, 醉人之韵也。 醉者无心, 稚子亦无心, 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 由斯以

观: 理者, 是非之窟宅, 而韵者大解脱之场也。①

这段文字并非讨论文学的专论, 但对童心和趣无疑有重新阐释。 “士之韵” 如山之岚、 水之波, 是童

心的洋溢。 稚子的叫跳反掷、 醉人的嬉笑怒骂, 都是理无所托的 “自然之韵”。 与唯趣说一样, 他仍

然沿用了童子拟人和山水拟象, 也认为韵致 “得之自然者多, 得之学问者少”。 其重要的发展在于把

“韵” 解释为 “学道人之波澜色泽”, 即一方面将学道者 “一一绳之于理”, 而 “理又不可以得韵”, 所

以世上不乏 “学道无韵” 的老学究; 另一方面又以世之有韵者 “理必入微”, 能体证到至人无己、 无心

是道的妙处, 从而 “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 袁宏道以童子、 醉人无心, 故 “理无所托” 而有 “自
然之韵”; 又以颜回之乐、 曾点之咏歌为从心所欲而韵致不绝。 他这里的 “韵” 是趣的深化, 如果说

“趣” 源于童心与自然山水相看两不厌的冥会, “韵” 则是学道人对无心是道的生命本相的自觉把握。
在文学批评史上, 严羽提出 “盛唐诸公唯在兴趣”, “如空中之音, 相中之色, 水中之月, 镜中

之象, 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一兴趣说与袁宏道的 “趣如山上之色、 水中之味、 花中之光、 女中之

态” 有异曲同工之妙。 严羽也重视别材别趣与读书穷理的辩证关系, 认为 “夫诗有别材, 非关书也,
诗有别趣, 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 多穷理, 则不能极其所至”。② 但严羽所讲的兴趣, 主要 “指诗

歌艺术 ‘言有尽而意无穷’ 的特点所引起的人的审美趣味”,③ 这一审美批评立足于言、 意关系。 兴

趣是言外之意, 即一唱三叹之音。 而袁宏道所讲的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 首先是一种对作者的批

评, 指向 “童子” “山林之人” “愚不肖” 和 “年长官大” 者的人生趣味, 以童子的 “不知有趣” 为

最上乘。 可以说, 严羽的 “镜花水月” 偏重于作品中所表现的悠远的韵味, 而袁宏道的 “山容水态”
本质上是指作者的 “闲情逸性”; 严羽的兴趣说是师古的, 专门用来概括盛唐诗歌的美学特征, 而袁

宏道 “师森罗万像, 不师先辈”, 森象万象不仅指涉山水, 也包括辨说书画、 涉猎古董、 烧香煮茶等

“皮毛”, 更指向会心者从象中领会到的 “神情”; 严羽读书穷理是用来为诗人助 “兴” 的, 而袁宏

道的读书穷理是用来修道的。 总之, 严羽是以艺术为中心的批评家, 而袁宏道是以诗人为中心的表现

者, 所以其理论被概括为 “性灵”, 性灵是主体自内而外的 “趣” 与 “韵”。

四、 余　 论

袁中道以李贽的才胆识作为基础, 把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从童心说发展而来的唯趣说和万历二

十七年以来重学问的面向综合起来, 形成了性灵派的诗人主体质素的五要素说。 从重识到尚趣、 重

学,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袁宏道文学思想和李贽的联系与发展, 一方面他继承了李贽的童心与才胆识

的主体论述, 另一方面, 他更重视得之于自然的天趣与得之于读书求道的韵致。 从历时性上看, 尚趣

与重学问构成了性灵说发展的两个阶段。
袁宏道的思想发展既基于其自身学养的提升, 也出于他与李贽在个性上的差异, 这在性灵说的主

体论述中表现为其对 “胆” 的忽视。 虽然袁中道说, 袁宏道 “随其意之所欲言, 以求自适, 而毁誉

是非, 一切不问, 怒鬼嗔人, 开天辟地, 此其胆别也”, 但其 “胆别” 不过表现为 “自适” 和 “一

切不问”, 与李贽的 “好刚使气, 快意恩仇, 意所不可, 动笔之书” 相勘, 充其量不过是一种 “闲情

逸性”。 袁中道也明确表示对李贽 “不能学有五”, 其一便是 “公直气劲节, 不为人屈; 而吾辈怯弱,
随人俯仰”。④ 可见在胆力方面, 不论是袁宏道还是袁中道, 与李贽相去甚远。 但在识见方面,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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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参禅学道” 上, 袁宏道则颇为自负: “仆自知诗文一字不通, 唯禅宗一事, 不敢多让。 当今勍

敌, 唯李宏甫先生一人。 其他精炼衲子, 久参禅伯, 败于中郎之手者, 往往而是。”① 万历二十七年

以后, 袁宏道全面反省狂禅, 走向更稳实的 “下下根行”, 与李贽的向上一路的思想形态已经有了较大

的距离。 李贽作为自觉的异端思想家, 更重视主体在识力和胆力上的能量, 偏重于对 “闻见道理” 的批

判; 与李贽相比, 袁宏道缺少 “出世处世” 的批判锋芒, 基本上属于有识无胆的类型, 因而他更钟情于

山水与生活中的适性与自得, 偏向于 “闲情逸性” 的表达, 归宿于读书求道的人文体验。 或者说童心的

实现需要写作主体才胆识的支撑, 而性灵则源于 “得之自然” 的天趣和 “学道有致” 的韵味。
此后, 叶燮也更是明确地把文学要素分为 “在物者” ——— “曰理, 曰事, 曰情, 此三言者足以

穷尽万有之变态” 和 “在我者” ——— “曰才, 曰胆, 曰识, 曰力, 此四言者所以穷此心之神明”。 叶

燮在李贽三要素的基础上增设了 “力”, 认为 “唯力大而才能坚”, 并且以 “ 《三百篇》 而后, 唯杜

甫之诗, 其力能与天地相终始”, 这些都可以视为对李贽学说在 “出词落笔” 层面上的延展, 但与袁

宏道的唯趣说相去甚远。 简言之, 叶燮的思维是分析的, 他明晰地划分了创作中我与物、 能与所、 主

与客的关系, 提出 “以在我之四, 衡在物之三, 合而为作者之文章”。② 而袁宏道的唯趣说则是理事

圆融的, 强调森罗万象无非一心之所印, 山容水态无非神情之摇曳, “要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尔”。③

李贽说: “心即是境, 境即是心, 原是破不得的, 惟见了源头, 自然不待分梳而了了在前矣。”④ 袁宏

道关心的是 “见了源头”, 叶燮关心的是文章之生成, 他用主客对立的思辨逻辑, 破了性灵诗学中心

境一体的主体灵性。 就此而言, 李贽与袁宏道虽然在主体论述上有不少差异, 但他们对主体性的本质

省察是连续的, 对主体性的要素分析一脉相承。 把李贽与袁宏道的主体论述置于严羽与叶燮之间, 我

们不难发现, 万历二十年至三十年间的确是主体精神鲜明而踔厉奋发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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